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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弗斯特对商谈伦理学的道德奠基
——兼论弗斯特对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商谈理论的推进

覃晓洁

摘 要  商谈伦理学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共同创立的道德理论，其核心在于强调通过

论辩实践中的理性商谈达成道德共识。两者均以语用学方法对论辩实践中隐含的规范性内

容进行规范重构，但在如何解释论辩前提理想化预设的地位以及商谈原则的道德内涵上产

生了根本分歧。在此思想分歧背景之下，莱纳·弗斯特通过以下创见克服了两位导师思想中

的困难：首先，他运用递归重构方法确立了具有实质内涵的辩护原则，通过经验层面的基本

辩护权论证了该原则构成个人道德认同的组成部分；其次，他把道德辩护理解为实践理性的

一个运用维度，将分析范围限定于道德论辩，以此避免阿佩尔商谈理性泛化的困境；最后，弗

斯特将对辩护实践和他人辩护权的道德认知本身确立为动机来源，克服了哈贝马斯在道德

动机匮乏方面的问题。然而，在弗斯特结构严密的道德奠基工作中包含着一个困难，即支撑

其辩护实践道德基础的道德认知确定性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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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谈伦理学是哈贝马斯和卡尔-奥托·阿佩尔于 20世纪 60年代共同开创的哲学范式，历经半个世

纪，这一哲学范式已发展成当代道德哲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建构之一。该理论在哈贝马斯思想体系中

处于最基础和关键的地位，通过《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及后续著作中构建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实现了

以商谈伦理学为核心的范式转换。尽管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共同的哲学目标在于为以交往为取向的论辩

实践确立规范性基础，但他们在实施方式上却有所不同：阿佩尔十分罕见地重启先验哲学，通过先验语

用学的自我反思方法为商谈之规范性条件进行终极奠基，开创了极富特色的先验语用学进路的商谈伦

理学；哈贝马斯则发展了普遍语用学进路的商谈伦理学，将规范基础锚定于经验的社会交往实践中。这

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二者对哲学层面奠基性质的不同理解：阿佩尔希望通过先验语用学为商谈伦理学确

立无可置疑的先验基础，哈贝马斯则试图为商谈伦理学进行经验重构。两种进路的张力折射出商谈伦

理学的理论困境：如何在为商谈实践之规范前提奠定基础的同时，避免陷入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

窠臼。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术领袖莱纳·弗斯特是哈贝马斯最具代表性的弟子，曾是其法兰克福工作小

组的核心成员。在哈贝马斯的支持下，弗斯特曾赴罗尔斯处求学，并促成了两位哲学家著名的“家族之

争”。弗斯特的思想主要是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内发展的，他也成为继哈贝马斯和本哈比之后第三位

将商谈伦理学发展为涵盖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民主理论的完整体系的批判理论家，并在哈贝马斯与阿

佩尔长期的论争中开辟出独特的路径。通过对论辩实践之规范有效性条件的重新阐释，他提出了颇具

影响力的辩护理论，不仅有力地捍卫了普遍主义和认知主义的道德立场，同时也为商谈伦理学阐发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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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谈义务维度。

本文从商谈伦理学的道德奠基这一基础性问题出发，系统考察弗斯特对商谈伦理学规范性的奠基

工作：首先，在介绍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如何分别从普遍语用学和先验语用学的进路发展商谈伦理学思想

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对商谈前提条件的先验和去先验化［1］（P77）不同定位之别，以及对应的道德内涵的

形式与实质差异；通过阐述弗斯特对两位导师商谈伦理学思想的批判性反思，说明二者思想面临的理论

困境：阿佩尔先验终极奠基隐含基础主义色彩，而哈贝马斯经验化进路面临道德动机匮乏的质疑。其

次，厘清这些问题后，深入分析弗斯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和重新阐释，包括对辩护实践的反思，对交

互和普遍的辩护原则的奠定、程序性原则的确立以及以辩护权利为核心重新把道德认知与动机关联起

来，阐释辩护权作为辩护原则之道德内核的意义。最后，结合哈贝马斯的批评，讨论弗斯特去先验化进

路中有关辩护权的认知确定性问题。

一、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进路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进路

在2024年出版的访谈集《必须有所改善》中，哈贝马斯回顾了与阿佩尔跨越60年的思想对话，阐述

了商谈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及两人间的根本分歧。他追溯20世纪60年代两人受乔姆斯基、奥斯汀和塞尔

的言谈行动理论启发，尝试从语用学角度对康德哲学进行阐释，将康德的先验主体性哲学改造为主体间

性哲学，把康德有关认知和道德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主体间商谈之可能性的商谈前提问题。随

着两人将语用学思想从认识论向实践哲学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其思想开始走向分途：阿佩尔以先验语用

学建构商谈伦理学的终极奠基，哈贝马斯则发展出普遍语用学的经验化进路，最终形成两种互为镜像的

理论范式。

虽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分歧，阿佩尔与哈贝马斯却共享核心出发点：主张在论辩实践中达成的共识

可作为检验具体规范或行动之有效性的标准。然而，此类论辩活动并非任意发挥的言谈活动，而是需要

遵循特定论辩规则的语言游戏，诸如参与者必须明确接受真诚表达、尊重商谈伙伴等语用学前提条件或

论辩规则。只有大致满足这些理想化条件，商谈才可能顺利开展并达成有效共识。两位思想家由此致

力于揭示隐含在论辩实践中的语用学前提之规范性内容，而在阐释其规范性地位与内涵时显露出根本

分歧。这一分歧指向一些关键性问题：是否存在道德义务规定我们应该参与商谈；论辩之必要性源于特

定的人类经验抑或先验理性；怀疑论者能否拒绝论辩实践本身。

（一）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终极奠基与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

阿佩尔在其开创性论文《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和伦理学的基础》（以下简称《交往共同体》）中，赋予

商谈前提条件以先验地位。他试图为这种前提奠定绝对稳固的先验终极基础，主张通过先验语用学的

反思以获得蕴含道德实质内容的商谈前提的认知。所谓先验语用学的自我反思，即对人类思想和行动

的语用学前提的先验自我反思。因此，这一进路关注的是语用学的先天性，着力探究交往共同体之先天

性从何而来及其规范性前提。为此，阿佩尔使用先验语用学的自我反思方法，对这些前提条件进行反

思，进而设想出一个以语言为媒介的（论辩）“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正是通过对理想交往共同体之先

天性的发现及其可能性条件的先验语用学反思，他对这些先验的前提条件的规范性内容进行终极奠基，

最终将其归结为商谈主体必须承担且不可退避的义务：尊重和承认作为交往共同体之成员的身份和地

位。这些前提条件被概括为有实质内涵的基本道德规范［2］（P257-342）。

此外，阿佩尔还对基本道德规范和具体道德规范作出关键区分。作为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原则，基

本道德规范具有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指导性理念的特质：它包含于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可能性条件中，是

可以通过先验语用学的自我反思完成终极奠基的先天和普遍的规范；具体道德规范则因包含经验性内

容而呈现出历史性特征。阿佩尔商谈伦理学思想的鲜明之处在于，商谈原则不仅是能够检验具体规范

有效性的程序性原则，还采取了基本道德规范的形式，表达平等权利和共同责任等实质性的道德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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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后，阿佩尔阐释了该理论的两部分架构，即A、B两个部分。A部分聚焦上

述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先验前提条件，确立商谈者的平等权利和参与对话以建构共识的义务等基本原则；

B部分基于理想与现实交往共同体的双重先天性及其辩证关系，论证了以生存原则和进步原则这两条

策略性道德原则作为补充原则［3］。相较于哈贝马斯偏重的程序性普遍化原则，这种结合有道德内涵的规

范理想与现实条件下应用策略的架构，这也正是阿佩尔应对全球化伦理困境的独特贡献。

前述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阿佩尔为道德基本规范进行终极奠基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

将语用学的先验反思着落到交往共同体之理想性，阿佩尔阐明了理想交往共同体预设的前提条件在语

用层面的不可避免性，进一步说明了这些商谈的前提条件可以得到终极奠基。这一概念来源于皮尔士

为探究科学伦理而提出的“探究者共同体”概念，阿佩尔将其扩展为交往共同体以建构一种普遍伦理。

他认为，任何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类活动“总是已经”预设了一个“能在主体间商谈并达成共识”［2］（P301）

的论辩理想共同体。由于这样的共同体是反事实的，故而被称为理想的。这种理想性旨在强调规范条

件，它需要通过现实的交往共同体中所有成员之间的持续商谈和对平等权利的相互承认来实现。

为了论证有关终极奠基的必要性以及这些语用学前提作为言谈行动之意义条件的不可退避性，阿

佩尔还创造性地提出“施为性自相矛盾”概念：若商谈者拒绝参与商谈或拒绝履行言谈的语用承诺，诸如

言谈者之间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和不能说谎等，就会使自己陷入施为性自相矛盾，其言谈也因此失

去了意义，甚至导致自我否定或自我摧毁［4］（S76）。阿佩尔借此揭示，商谈对于拒绝商谈者来说具有先

验意义上的无可退避性，因此，这种独特的施为性自相矛盾成为先验语用学自我反思的重要检验标准：

当商谈者确认自己没有陷入此类矛盾时，这种先天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就得到了终极奠基。

弗斯特指出了阿佩尔进路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普遍伦理的奠基困境。弗斯特认为，阿佩尔将道德商谈作为一般论辩实践，将商谈理性直接等

同于一般的人类理性，导致所有商谈的前提条件被视为道德义务的来源。阿佩尔试图将商谈的前提条

件统一于有普遍意义的商谈理性概念之下，通过商谈理性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进而建构一

种可以约束全人类行动的普遍伦理。然而哈贝马斯指出阿佩尔无法实现这一理论主张，原因在于他混

淆了商谈理性与实践理性［5］（P85-86）：前者是广义的理性能力，涵盖所有商谈类型；后者则特指道德商谈

中的正当性要求。弗斯特赞同这一批评，认为这种混淆导致商谈理性自身的理性承诺被作为道德责任，

而与道德无关的商谈形式则被纳入道德商谈领域。一方面，阿佩尔将整个商谈理性改造为道德意义上

的实践理性；另一方面，他又未能充分阐明实践理性特有的道德要素。其赋予商谈原则一种强的道德规

范性，使本应仅适用于道德商谈领域的先验商谈责任，被扩展至所有普遍商谈的有效性要求［5］（P82-86）。

因此，如何阐明实践理性在道德商谈领域中的道德内涵，正是弗斯特试图通过构建区分化的实践理性理

论回答的核心命题。

二是涉及阿佩尔哲学层面的终极奠基及其与道德规范性来源论证的关系。弗斯特虽拒斥先验终极

奠基，却高度赞扬阿佩尔对商谈原则之道德内涵的强调，因为这种强调揭示了参与商谈的道德义务的不

可退避性，确证了道德原则的普遍效力。阿佩尔通过将理性与规范性先验关联，主张将道德的奠基区分

为三个层面：（a）道德立场的重构；（b）该道德立场普遍约束力的论证；（c）道德性的奠基，即对为什么要

讲道德的终极回答［2］（P272-273）。弗斯特比较了阿佩尔与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两种先验哲学的道德奠

基路径：阿佩尔理论中第一层面相对于第三层面占主导地位，通过先验语用学论证了论辩主体必然“总

是已经”承认了实践理性的商谈伦理学原则。同时，他将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紧密关联起来：这种关联

既确立原则的理性规范性之约束力，也可将责任伦理的行动原则直接奠基于其伦理学的B部分。与阿

佩尔不同，科尔斯戈德则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追问规范性来源，最终将“自我立法者的实践身份”确立为

道德基础。然而，弗斯特在德文版《辩护的权利》的一个长脚注中指出了阿佩尔方案中的一个困难［6］

（S54-55）：规范性的第一层面对第三层面的主导，将导致商谈者参与论辩的道德动机被先验道德义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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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为解决此问题，弗斯特指出，阿佩尔第三层面的道德动机问题不得不诉诸于“善良意志”的先验认知

而得以加强。即便如此，如果商谈者道德义务的绝对约束力来源于终极语言理念，那么在下一个与语言

相关的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中［7］（P68-73），该如何解释现实道德主体采取道德行动的道德动机力量？为

此，弗斯特试图通过辩护权利等概念来说明道德认知与义务的关联性。

（二） 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普遍重构与理想言谈情境、道德原则

与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进路不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进路通过理性重构方法，旨在揭示以交往

为导向的交往行动的普遍条件。其重构的结论集中体现为有关交往行动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

当性与真诚性）及论辩规则体系。由于哈贝马斯将论辩实践仅视为日常交往实践的一个方面，因而他实

现了关键性的理论转换：他把阿佩尔的商谈前提从专门的商谈论辩实践扩展为更为一般的交往行动领

域，进而将其提炼为交往行动必要的语用前提条件之理想化内容。随着哈贝马斯理论的发展，交往行动

之前提条件的论证不断地发生变动：最初他将其概括为理想言谈情境思想，随后系统阐述为四个规范性

的前提条件，最终确立为商谈伦理学的核心道德原则，即作为论辩规则的普遍化原则（U原则）。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也称理性重构方法，致力于揭示交往行动的普遍条件，即普遍适用于所有

交往行动的形式化条件［8］（P353）。该方法旨在阐明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共有的一般交往能力，是一种物

种能力。这种普遍能力的知识被称为前理论知识，是指人类在交往实践中隐性掌握直觉性的规则意识。

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在于将这种默会的“知道如此”转变成明确的二阶“知道如此”，即知道如何做［8］

（P368）。这些前提条件源于具体交往实践，具有经验偶然性，并且参与商谈本身只具有弱先验必要性。

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逻辑必然性或道德性之要求，而是人类既有的经验事实，因此，这也决定了重构过

程本身具有可错性。这种方法论立场使哈贝马斯与阿佩尔在终极奠基问题上分道扬镳。

虽然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语用前提的论证经过多次修订，但其核心的理论意图始终聚焦于重构一

般的对称交往条件，“任何具备交往能力的言谈者进行论辩时，都必须预设这些条件已充分实现”［9］

（P25）。这一意图最早可追溯至1972年《真理理论》提出的蕴含在商谈的逻辑之中的理想言谈情境的预

设，它成为开展商谈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面对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对自己的理论过于理想化的批

评，哈贝马斯在《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中进行了重要调整：引入罗伯特·阿列克西实践商谈理论的论辩

前提，提出一套更为系统但意思基本一致的语用学前提条件，替代理想言谈情境概念，后期以论辩规则

来弱化概念的理想化色彩，最终凝练为四条重要的论辩规则：包容性、交往自由的平等分配、真诚性条件

以及无需条件的外部强制或内在于交往结构的强制［1］（P77）。这些商谈规则与三种言谈行动的有效性

要求，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语言交往的语用学前提条件［10］（P17-18）。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在后期得到了重要发展，其核心在于对交往理性的商谈领域进行不断区分。

哈贝马斯早期将商谈区分为理论商谈与实践商谈，强调二者遵循不同论辩规则。在1988年豪森演讲《论

实践理性之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运用》中，他进一步将实践商谈细分为伦理、道德和实用商谈三种类

型。通过结合商谈者对论辩言谈的普遍和必要的交往前提条件［1］（P85-86）的认知接受以及对为行动规

范的辩护的前理论知识理解，哈贝马斯提炼出著名的U原则，它规定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条件：“在每个人

为求满足各自利益而普遍遵循该规范后所能预计的后果和附带效应，都能够为所有受影响的人无强制

的接受。”［1］（P86）作为程序性论辩规则，U原则扮演着促成参与者达成理性共识的角色。

商谈伦理学的另一核心原则，即商谈原则（D原则）发挥何种作用，其与U原则又是什么关系，在《在

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才得到明确区分和阐释。此前D原则的论证实质上是道德论证，而在该著作中，他

在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观点上实现了重要创见：从道德规范位阶高于法律转向二者同源互补的平行

关系。支撑此转向最关键的论证在于，他对D原则作出去道德化阐释，使其剥离实质道德内涵，成为道

德中立、不偏不倚的元原则，可平行适用于道德与法律规范。U原则与民主原则皆同源于D原则的具体

化：D原则处于更高的抽象层次，规定“只有那些所有可能受影响的人都可以作为合理的商谈参与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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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行动规范才能有效”［7］（P132）。D原则现在作为普遍适用的实践论辩规则涵盖所有实践商谈，而U

原则则仅适用于道德商谈。哈贝马斯也意识到，由于道德基础存在动机匮乏问题，这导致具体规范不具

可应用性，为此，他主张通过法律补充道德动机匮乏的实践困境。

哈贝马斯虽以“将道德规范奠基在交往基础上”［5］（P195）的理论抱负重释康德伦理学，但其程序性U

原则与定言命令式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哈贝马斯最终否定了U原则的道德内涵，仅将

其作为检验具体规范有效性的程序性论辩规则而非商谈本身的规范前提条件。U原则的约束力依赖参

与者对商谈程序的形式认同，更接近康德的假言命令式。同时，由于U原则本身不包含任何实质性内

容，具体的道德规范需要在真实的道德商谈中才能确定。这导致U原则既未规定参与商谈的道德义务，

亦缺乏内在道德动机确保商谈共识的普遍遵守，同时还无法激励参与者采取具体道德行动［5］（P86）。

针对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进路，弗斯特的批判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一，哈贝马斯对商谈之前提条件

与在商谈程序中确立的具体规范的区分导致了规范性缺口。哈贝马斯强调必须区分两种“必须”：论辩

前提的弱先验必要性与具体规范的强义务性。前者构成商谈可能性的条件却不直接产生道德义务，后

者则通过商谈程序确立［12］（P81）。这一区分源于其对交往理性的界定，它不是正确行动的规范来源，而

是对“一般的论辩前提条件的分析”［13］（P191），仅涉及对需要辩护的规范的认知把握，“缺乏直接的伦理

实质内容”［1］（P83）。由于商谈者采取假设性态度来获知这些洞见，故交往理性只有弱的动机力量，无法

将认知洞见转化为行动动机［12］（P81）。即便达成商谈共识，这种弱的动机力量也不能促使商谈中实际遵

守这些共识。弗斯特指出，若无参与商谈的道德义务，商谈结果的道德约束力便无从确立。其二，哈贝

马斯主张道德认知与动机相互分离，道德知识属于道德领域，动机则属于伦理领域。而阿佩尔则将道德

认知与行动动机相联结，认为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的认知本身就会产生能够遵守该规范的道德动机。

这一分歧引出了核心问题，即“为什么应是道德的”，哈贝马斯给出了伦理的回答。在《信仰与知识》《人

性的未来》等著作中，他提出道德理解根植于人类交往形式的“物种伦理”，主张“评价作为整体的道德本

身”是人类精神气质的“伦理判断”［14］（P73）。为了填补自主道德的动机不足，在2019年的两卷本《也是

一部哲学史》（以下简称《哲学史》）中，他开始转向理性宗教、克尔凯郭尔式的伦理自我理解及道德鼓励

等外部规范资源。

弗斯特对此提出了根本性质疑。首先，他明确指出物种的生存利益无法为道德提供基础，强调道德

必须有自己的规范性，这样才能使维系交往生活方式成为个人对他者的道德义务［6］（S93）。在为导师

《哲学史》撰写的书评《自主之自主》［15］中，弗斯特进一步追问：引入非道德动机资源是否违背商谈伦理学

的义务论本质？经由商谈辨别出的好理由又具有何种动机力量？对此，哈贝马斯回应道：“我们需要的

是对一种思维方式或精神烙印更加广泛的哲学解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鼓励运用自身理性的态度，

而不仅限于道德理由本身。”［16］（P292）哈贝马斯在为庆祝弗斯特60岁生日的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个体规

范性陈述的动机力量源于“为规范性命题内容辩护的理由”，这些理由来源于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理性道

德从“可错理由的商谈漩涡中汲取其陈述的动机”［17］（P134）。哈贝马斯始终坚持哲学不对道德实质内容

与动机问题有任何贡献，主张哲学应保持开放姿态，以促进当代人理性的世界观与自我理解［9］

（S184-185）。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规范性的第一、二两个层面的主次地位在阿佩尔与哈贝马斯这里各

有不同。阿佩尔侧重于将商谈的规范条件视为有实质内涵的基本道德规范，对检验和确立具体规范之

有效性的程序性原则论证相对简略，这两方面共同包括在其商谈原则中。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更注重确

立程序性原则，即普遍化原则。不过，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在第三层面：阿佩尔坚持从道德哲学回答“为什

么要讲道德”这一终极基础问题，而哈贝马斯早在《道德商谈理论阐释》中就明确反驳了阿佩尔这一观

点，彻底否定该方案，主张道德理论只能完成前两个层面的论证任务，无法回答“为什么要讲道德”［13］

（S119-226）。这一立场延伸至《哲学史》中，哈贝马斯拒绝以义务论道德哲学回答这个问题，并将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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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究竟我为何要有道德”的追问［18］（S66-67）。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后形而上学视角出发，“道德规范作

为我们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历史构成要素，归根结底只能由经过交往社会化的行为主体自身创立”［19］

（S87-88）。这从根本上消解了商谈伦理学对终极基础的诉求。

二、弗斯特递归重构进路的道德奠基

关于商谈伦理学的学术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些关键性的进展。以弗斯特、维尔默为代表

的批判理论家，对商谈伦理学思想进行实质性修正和推进，其中弗斯特2011年出版的《辩护的权利》，将

商谈伦理学的道德奠基之争推向新高度。在该书中，通过创立“辩护”“辩护权利”（Recht auf Rechtferti‐

gung）和“辩护原则”等重要概念，弗斯特系统地呈现了其道德奠基理论的出发点、基本主张和架构。在

《权力与规范性》和《本体共和国》等后续著作中，弗斯特通过回应各种批评和争论，不断完善其辩护理论

的解释力，使之成为批判理论谱系中极具原创性的理论范式。

弗斯特的道德奠基工作极富成果。这些道德奠基工作不仅提出了用以检验具体道德规范或行动有

效性的程序性原则，还确立了以普遍约束力作为论辩前提之道德原则，即互惠与交互的辩护原则。在此

道德原则基础上，弗斯特还结合道德认同理论，通过将道德认知与动机紧密联结起来，深入阐明了论辩

实践中参与辩护的道德义务与道德动机的规范性来源，以此解释辩护原则以及作为商谈结果之具体道

德规范何以具有普遍的道德约束力。这即是弗斯特极富特色且结构严密的道德奠基工作，其整个道德

奠基的顺序如下：首先在具体的道德辩护实践中，递归重构出交互和普遍的辩护原则；继而为道德情境

中的辩护程序设立两项关键性标准，即交互性和普遍性，以此作为检验具体道德规范有效性的标准；最

终通过认识和尊重他者辩护权利这一二阶道德洞见，为辩护原则本身的规范性来源提供终极论证，由此

阐明了参与辩护义务的道德基础。

（一） 递归反思的方法和立场

弗斯特递归重构的方法，又称递归—普遍语用学，可视为对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方法论的继承和综

合，其中递归性旨在探究实践理性在经验层面何以可能的问题，理性重构则结合哈贝马斯的有效性要求

理论，沿用其普遍语用学分析规范性内容隐含的预设，反思性地追问主体间兑现有效性要求的商谈条

件。然而，无论是阿佩尔的纯粹先验论证还是哈贝马斯的历史谱系学，最终都极易陷入基础主义和相对

主义的困境。阿佩尔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商谈理性改造为道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哈贝马斯因上述“两种

必须”的严格区分导致实践意义不具确定性。这让弗斯特意识到，必须重新阐释通过这种语用学转向中

的实践理性概念之内涵，进而说明遵循商谈实践与接受商谈结果之间关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此，他

主张建立一种区分化的实践理性理论，旨在“精确确定实践情境中理性意味着什么”［6］（S24），弗斯特在

此援引维尔默对哈贝马斯共识论的批评和主张：“判断一个共识是否合理依赖于判断理由是否充分”，因

为“有理由的共识概念以有理由的信念概念为前提。”［7］（P55）因此，对实践情境的讨论就被转化为对涉

及行动理由之情境的探究。在此框架下，弗斯特将实践理性界定为“主体在各种实践情境中，以恰当方

式通过辩护理由回应实践问题的基本能力”［6］（S31）。

这其实也表明了弗斯特整个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为探究康德式伦理学的可能性条件，具体表现

为对各类有效性要求之兑现条件可能性的考察，此亦为递归—普遍语用学的旨趣所在。对弗斯特而言，

辩护就是“面向所有相关受影响者的商谈过程”［6］（S35）。由此，弗斯特的策略在于阐明理性能力进入规

范性辩护之公共空间的可能性。然而，要通过递归—普遍语用学对这一可能性进行反思，论证具有实践

意义的辩护理性，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说明：其一，如何解决理性之辩护的根基问题，是否需要确立

一个非递归的根基；其二，递归—普遍语用学自我反思的任务是什么，其反思了哪些结论？

针对第一个问题，弗斯特的策略是对理性去先验化处理，通过递归理念说明理性辩护的基础并非源

自外部权威，而是源于理性自身的自我奠基和实践中的必要前提。他指出，当人们追问“为何要遵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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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这一追问本身已然预设了理性前提，寻求理由的过程必然诉诸理性自身。这种自我指涉的反身

性特征使理性本身具有不可被质疑的绝对性，同时又展现出理性的自主特征，如此所言，“理性通过自我

对自身的辩护实现自我奠基”［6］（S56），这一递归过程本质上是以理性为工具完成对理性自身的重构。

这种递归反思活动始终预设了辩护原则，而该原则的确立又只能通过持续反思与重构进行，因此，该原

则无法从外部获得辩护。弗斯特将这一核心洞见提炼为实践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实践问题的规范性回

答，必须通过有效性要求所指向的完全一致的方式获得辩护。”［6］（S32）它也被称为辩护原则。在此框架

下，辩护能力因包含辩护维度，比理性奠基能力更为根本；只有具备辩护能力的言谈者，才能作出真正对

自我与他人负责的自主言谈行动。这其实也是弗斯特递归重构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和诉求。对弗斯特来

说，递归—普遍语用学不仅是一种批判反思的方法，同时也彰显其维护实践理性的立场和旨趣。

对第二个问题，弗斯特将对实践与规范辩护的全面分析的任务明确界定为：“通过递归重构不同情

境中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在各类辩护情境框架下，系统考察并确定兑现这些要求所需的条件。”［6］（S32）

针对实践商谈，弗斯特系统地区分了道德、伦理、法律与政治四种辩护情境，并将之统一于实践理性概念

之下。同时，他强调不同情境具有各自独特的有效性标准与责任形态，其中道德辩护因基于可普遍化的

理由而被弗斯特视为更加根本的辩护实践，伦理辩护则关涉个体善的实现与特定他者关系的恰当处理。

就方法而言，弗斯特坚持非形而上学的递归重构分析路径，主张从情境内部出发探究和确立辩护原则、

辩护情境以及判断规范理由的有效性标准。在道德辩护领域，这种递归重构的结论就体现为对道德立

场及其特征的重构，即交互和普遍的辩护原则，与交互性和普遍性标准。而具体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并不

是通过重构获得的，而是在主体间商谈建构出来的。

（二） 道德奠基的基本思路

接下来的问题是：弗斯特借助递归重构的反思方法为道德奠定了什么基础。受阿佩尔启发，弗斯特

指出道德基础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并据此将整个道德奠基工作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涉及如

何阐释道德观点的问题；第二层面指确立具体道德规范有效性检验的标准和辩护程序，用以引导人们如

何论辩具体道德问题；第三层面涉及道德的实践基础或规范性来源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回答“为何

要讲道德”的终极追问，即指明与辩护原则相一致的道德义务的基础，对他人辩护权的根本尊重，这种尊

重促使人类将自身理解为道德人格［6］（S39）。这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三种道德论证方法：一是在道德情境

中通过递归重构方法来论证道德原则；二是采用商谈—建构主义方法为具体道德规范辩护；最后基于康

德“理性事实”概念，从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自我反思的奠基，即对道德的自我反思论证［6］（S39-40）。

弗斯特在区分这三个层面时，尤其强调第一层面与第三层面的关键性区别：前者是构成道德立场特

征的道德反思活动；后者则是关于采取该道德立场的实践能力或意愿。即便在第一层面通过理性原则

解决了道德立场问题，仍不能决定第三层面是否需要引入其他动机因素。他也提示，三个层面必须关联

的核心要义在于，如果对第三层面的问题给出工具性或伦理的假言式回答，将直接动摇前两个层面确立

的规范有效性之无条件性和绝对性，因为“不存在任何非道德动机能够为道德实践提供驱动力量”［6］

（S59）。在弗斯特看来，当人们以原则性姿态质问“为何要讲道德”时，其发问本身恰恰表明提问者尚未

真正采取道德立场。道德需要无条件的根基，这种无条件性正是康德道德哲学中常被忽视的核心洞见

之一。因此，弗斯特主张第三层面的核心“要旨不在于说服非道德主义者接受道德，而在于揭示实践推

理者如何获得对‘如何辩护’与‘辩护本身’的双重洞见”［6］（S54-55）。

具体来说，第一个层面涉及的是道德观点的阐释问题：道德上正当的行动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区

分道德与非道德行动。该层面的理论任务包含两个方面，如前文所述：一是如各种进路的商谈伦理学都

试图通过语用学方法重构康德的道德立场；二是需要通过人类学分析来说明道德在人类自我理解中的

定位，即“探究作为重构道德观点和道德反思之基础的人格特征”［6］（S39）。在此过程中，弗斯特提出了

区别于哈贝马斯“物种伦理”哲学人类学的道德人格概念，并通过交互与普遍的辩护形式对实践理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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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递归重构，并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

第二层含义的“奠基道德”指的是在第一个层面确立其道德观点的基础上，为具体道德规范或行动

进行辩护的问题。概括来说，通过交互性与普遍性这两项关键标准，在辩护程序中确立具体道德规范的

有效性。这一过程直接关涉道德情境中的辩护实践，即下文将详细探讨的道德辩护问题本身。

第三层面，即回答为何要道德地行事这一规范性来源问题，这项工作对应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

中诉诸理性事实展开的先验论证。康德提出，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一个理性事实，这意味着，对道德法

则的自觉意识本身既构成法则有效性的来源，同时也是敬重法则的情感，由此解释道德法则的约束力。

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引发了诸多争议和不同的解释，迪特·亨利希在《道德洞见的概念与康德的理性

事实学说》中提出了颇具启发的解读思路。他认为，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必须包含对“应当”的认知，其无

条件有效性需通过主体的道德洞见［20］（S223-254）实现。这种道德洞见被界定为对道德善的根本认知，

通过这种认知活动，善的无条件要求得以显现并获得效力。在此过程中，洞见、认肯与道德认同实现了

统一。因此，亨利希主张理性事实应被理解为对法则之有效性已然实现的洞见［20］（S223-254），这是通过

先验反思获知的道德可能性条件。据此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康德这个观点：“道德法则不需要任何辩护

理由。”［21］（P51）只有这样，道德法则无条件的、不可进一步辩护的约束性才得以彻底确立。

弗斯特采纳了亨利希关于道德应当洞见的解释，因其揭示了道德认知和义务的内在关联，但他反对

亨利希把康德无条件的“善之诉求”洞见理解为对“善之实在性”的本体论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应

被理解为一种规范性的自主理性洞见，即理性主体对辩护义务与交互责任的理解和把握。弗斯特认为，

康德把对他人的道德尊重追溯到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为独白式的理性自律。但道德的本质恰恰涉及的

是他者作为辩护主体的尊严。弗斯特指出，康德在此的关键缺失在于未能确立真正的道德权威的参照，

这种权威必须指向有辩护权利的他者。因此，他主张对康德的“善之诉求”进行去先验化改造，通过主体

间转向主张重新界定道德洞见：其并非指向理性的要求，而是“对他者的要求，即道德责任所系之对象的

要求”［6］（S63）。道德洞见本质上是辩护者对他者责任的认知把握。弗斯特将这种对他人无条件辩护义

务的道德意识界定为有实质内涵的二阶洞见，这“不仅是对如何履行义务的洞见，而且是对义务本身的

根本性洞见”［6］（S61）。由此，他将自我与他者的构成性关系理解为新的理性事实，即人们对彼此负有的

道德行动和基本义务，其核心在于“我们有义务为自己的行动向他者提供辩护”［6］（S63）。这意味着，即

便商谈者具有道德知识并能作出正确判断，还必须明确认识到参与辩护的道德义务本身。

弗斯特指出，二阶洞见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道德主体对辩护权利的认知把握，说明了参与商

谈的要求和义务，以此填补哈贝马斯因上述区分导致的动机缺口问题。他明确断言：“采取道德观点的

根本动机，在于对每个自主道德人格之基本辩护权利的尊重。”［6］（S64）弗斯特将辩护者的基本辩护权视

为道德实践的“不可撼动的根基”［6］（S14）。这其实也表明他在道德奠基问题上根本的道德立场和观点：

弗斯特要在经验层面为道德论辩实践确立一个稳固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尊重的根本形式，体现为对

他人辩护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实质上体现了将自我与他者同时作为目的本身的康德式道德内涵。

弗斯特的重要创见在于将道德动机锚定于辩护实践本身。在他看来，道德行动的根本动机源于对

“必须向受影响的他人提供辩护”这一义务的认知与承认。通过引入他者的规范性维度，弗斯特提示这

种道德义务是构成性的，没有他者的存在，便不存在道德辩护共同体。他强调，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人

的基本辩护权时，才能形成道德认同与自我理解，进而产生参与商谈的道德动机：既回应他人的辩护要

求，又遵守辩护原则及辩护结果。这种承认具有认知和实践双重涵义：承认这种辩护义务就是假定在面

对批评时可以给出充分理由来回应，为其行动之正当性辩护；如果没有对此义务的洞见与承认，辩护原

则对主体的实践意义就无法确立，这种实践意义体现为对行动的辩护以及对共识之遵循的指引。

弗斯特在完成对二阶道德洞见的论述之后，进一步区分了两个层次的道德洞见：一阶道德洞见的直

接对象指向那些需要在商谈程序中接受辩护的具体道德规范或行动；二阶道德洞见则指向辩护实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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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关涉参与辩护的道德义务以及他人的辩护权利。通过这一看似细微实则意义重大的区分，弗斯特在

一个统一的实践理性架构内，把参与道德辩护实践本身的道德义务与遵守商谈结果的道德义务区分开

来，进而对这两个层次的道德义务在有效性性质和实践作用上的差异进行了明确说明，从而真正阐明了

有道德内涵的辩护原则与商谈结果如何在复杂的道德辩护实践过程中获得规范性效力。

（三） 道德辩护

弗斯特对道德奠基第二个层面的论证，即确立检验具体规范有效性的程序性原则。这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的问题：（1）道德情境的概念界定；（2）辩护程序中交互性与普遍性标准之阐释。其对规范情境的

区分来源于哈贝马斯对不同商谈类型作出的区分。在《正义的情境》中，弗斯特系统地将规范情境划分

为道德、伦理、法律和政治四种类型。每种规范情境又包括辩护与承认两个分析维度。

就道德情境而言，弗斯特认为，只有在道德情境或与道德相关的行动中，才存在为自己辩护的道德

义务。道德情境是一种实践辩护的情境，其核心特征在于“需要为行动或合法准则提供理由，且每个道

德主体都可以要求他人遵守这些准则——即便这些受影响的人并不处于共同的伦理共同体或政治情境

中”［6］（S32）。也就是说，当某种情境诉诸具有普遍和绝对有效性要求的规范时，它就是道德情境。道德

行动因此被弗斯特重新定义为：一个行动是或可以参照这些规范而正当化或受到质疑和批判。在道德

情境中，被检验的是那些规定人们有义务做或不做某事的规范，因此，这涉及的是绝对的、具有无条件约

束力的有效性要求，辩护主体可以交互且普遍地要求彼此承认这些要求［6］（S34）。当没有人能提出充分

理由质疑和挑战该规范的有效性时，任何人都可以要求他人遵循该规范，这即是道德有效性要求的约束

力。通过将论辩的道德情境从一般论辩实践中明确区分出来，并清晰界定道德情境的特征，弗斯特由此

克服了阿佩尔理论中道德意义的商谈理性适用范围过于宽泛的困境。

就道德情境中的辩护程序而言，弗斯特在哈贝马斯共识论的普遍化原则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道德

情境中的辩护程序。由于共识论要求所有相关者提出好理由并达成一致，这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对此，

弗斯特引入了托马斯·斯坎伦“不可合情理地予以拒斥”的消极公式，并用交互性与普遍性标准替代了

“合情理性”概念。这两个标准充当理由过滤器，用以考察合情理的道德分歧是否建立在充分的理由之

上，其中，交互性包括内容的交互性和理由的交互性；普遍性旨在防止排除“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并将道

德共同体的权威赋予个人”［6］（S34）。

正是通过这两项普遍适用的道德检验标准，弗斯特成功开启了解决道德分歧和冲突的可能：只要某

项具体道德规范或行动无法基于交互和普遍的理由而被明确拒斥，即便未能达成完全共识，其道德有效

性仍可获得确立。弗斯特还强调商谈者被赋予一项有实质性的否决权，它确保最不利者的反对意见不

被忽视，也能够避免超过义务限度的要求，如器官捐赠，从而避免辩护程序沦为形式化的程序。由此，弗

斯特在驳斥道德相对主义的同时，也捍卫了普遍主义和认知主义的道德立场。共识的暂时性特征非但

不会削弱其规范性效力，反而通过向未来“更好论证的强制力量”［11］（P126）保持开放，真正体现了商谈伦

理学的本质特征，即道德要求始终处于持续的商谈性检验与修正过程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弗斯特辩护理论的道德基础正是其继承和综合两位导师商谈伦理学思想的集

中体现：就继承的方面而言，基于对辩护原则的道德内涵的肯定和强调，尤其是对商谈伦理学的辩护权

利（义务）之维的阐发，弗斯特为道德领域的辩护原则赋予了规范性，从而回答了“为什么要道德地行事”

这一动机难题。在这一点上他与阿佩尔一致。弗斯特同时捍卫认知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道德立场，因此

试图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去先验化改造，将其转化为商谈理论框架下的道德概念［22］（S141），通过反思康

德的两个世界学说，说明现实中的辩护主体在经验世界如何实现基本辩护权。这些都体现了弗斯特重

构道德认知成就的普遍和必要条件之努力，这一点与哈贝马斯较为一致。就发展的方面而言，一是其递

归重构的语用学进路，将自我反思指向对现实辩护共同体之可能性条件的反思，相比于阿佩尔的先验语

用学进路，这能更好地阐明语用学转向之后语言行动所包含的普遍道德义务，而不必付出先验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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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其辩护理论包含了二阶道德洞见的概念维度，将道德知识与动机相连结，这一思想维度的阐发填补

了哈贝马斯因严格区分论辩前提和商谈共识所造成的规范性缺口。

三、哈贝马斯的指责与弗斯特的难题

2024年，在为庆祝弗斯特60岁寿辰的文集中，哈贝马斯发表了《论道德陈述的应然有效性模式——

去先验化的两种变体》一文。在该文中，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弟子弗斯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继承与改造

工作。他特别赞赏弗斯特保留且简化了康德关于经验世界和理智世界的严格区分，即规范性反思领域

与实践行为经验领域的基本区分，成功避免了康德先验哲学带来的形而上学难题。因此，哈贝马斯将自

身与弗斯特的道德商谈理论概括为去先验化的两种理论变体，所谓去先验化，即把康德的先验道德基础

转化为基于经验现实或社会交往的理论重构。尽管弗斯特的思想直接承袭自哈贝马斯，但两人的道德

理论却存在着显著差异：弗斯特的基本辩护权思想和哈贝马斯真理共识论之间不仅存在实质与形式之

别，以及基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行动动机力量的强弱差异，而且还有道德观念层面的根本分歧。

导致此分歧的核心原因在于，哈贝马斯严格区分论辩前提之弱先验的“必须”与通过商谈确立的具

体行动规则的“必须”，由此产生了规范性缺口。哈贝马斯认为，仅靠交往行动的规范性力量并不能提供

充分的道德动机，因此，必须诉诸宗教、伦理自我理解、法律以及文化传统等非道德资源来填补这一动机

缺陷。弗斯特则坚持辩护本身已蕴含着充足的道德动机力量，因为对其他商谈者的有效性要求的拒斥

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这使其辩护理论在道德动机上更强，从而无需依赖外部规范资源的补充。通过引入

辩护者之二阶道德洞见，弗斯特试图弥合哈贝马斯的规范性缺口，实现规范性反思与经验性道德行动在

实践理性中的统一。就这个环节而言，弗斯特的处理显然更为合理，也更能彰显商谈论的义务论特质。

在完成对辩护原则及相应辩护权利的道德奠基工作后，弗斯特还结合辩护之理想预设与现实世界

的差距，在其规范性理论的第二层面探讨了辩护原则在不同规范领域的具体应用方式，进一步将其阐述

为更具操作性的辩护程序。而哈贝马斯则一以贯之地捍卫自己的根本主张，同时根据弗斯特的批评尽

可能地澄清和完善自己的立场。在《哲学史》及其相关讨论文集《理性自由》所收录的《答弗斯特：辩护的

世界》等一系列文章中，哈贝马斯重新审视了有关理性道德的动机资源问题，回到了与他的学生弗斯特

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上：道德动机的薄弱性问题。哈贝马斯指出，他们师徒二人之间哲学分歧的深

层根源，或许在于他所秉持的温和自然主义立场［23］（S364），此处不再展开讨论，不过他对弗斯特理论大

厦中有关自我反思之确定性问题提出的质疑值得进一步探讨。

弗斯特试图在其递归重构的架构下阐明辩护原则是个人道德认同的一部分，他强调，只有从第一人

称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解释尊重与辩护原则相对应的辩护权利，这是二阶道德洞见之规范核心。弗斯

特认为，其引入的二阶道德洞见可以表明共同体成员必须预设的商谈前提（即基本辩护义务）之无条件

性，因为这种辩护义务的直接对象仍然是辩护，作为辩护者必须承认和洞见自己必须履行这些指向他人

的辩护义务。由于这些辩护义务规定了辩护者在商谈中提供辩护的必要性和绝对强制性，因此，任何对

他者基本辩护权利的拒斥不仅违反道德，而且损害道德的无条件性。这就是弗斯特递归重构方法为道

德论辩实践提供的稳固基础的基本思想。

弗斯特称自己的立场并非反对形而上学，而是一种不可知论，他仅仅是在语用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我

们生活的世界。这一立场源于其对人类之根本有限性和具体性的深刻把握，因而道德辩护实践既不需

要也不可能诉诸某种终极且不容置疑的哲学基础。尽管他也提出采用观察者的外部视角，但着重强调

了辩护者第一人称“我”的内在视角：“这正是追问‘规范性世界’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时必须采取的立

场，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一规范性世界区分为三个世界：事实有效的、反事实有效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

批判性世界。”［24］（S41）

然而，弗斯特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哈贝马斯的猛烈批评，即弗斯特将道德义务建立在辩护者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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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我反思的确证之上的做法，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康德式的先验道德意识层面没有进一步去先验

化。哈贝马斯认为弗斯特错误地将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我反思绝对化，主张道德辩护者可以从中直接把

握具有绝对约束力的道德意识（即对他人的辩护义务），并将这种道德意识预设为无需进一步论证的起

点。实际上第一人称视角只是视角体系中诸多同样有效的视角之一，而非终极视角，因此，哈贝马斯认

为，当这种自我反思的确定性被打破时，第一人称视角便无法继续作为具有绝对约束力的道德意识［17］

（S135-136）。哈贝马斯最终将弗斯特“坚持第一人称视角自我意识的特权地位视为主体性哲学的产

物”［17］（S137），认为其去先验化的概念是不完整的。

弗斯特递归的自我反思方法将第一人称立场的自我反思作为道德意识的起点，试图揭示辩护行动

的可能性条件。虽然其多重视角理论表明个体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通过多重视角（观察者、参与者和批

判者）逐渐建立起自我意识，但由于关于辩护义务的认知和承认是主体通过自我反思获得的，因此，哈贝

马斯认为弗斯特实际上是从语义层面（语词的意义）把这种对辩护义务的意识分析为二阶洞见。尽管弗

斯特也强调个体以他者为参照之镜，在他者的要求中形成这种关于责任的意识，但弗斯特没有严格区分

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更多的是从前者进行讨论，即当人们参与商谈时，必须承认

和洞见他者作为辩护主体的平等地位，对他者辩护权利的承认和洞见构成道德义务的来源。尽管在认

识论层面上弗斯特也明确表达了一种非独断的立场，强调对辩护原则以及有效性要求之条件的重构始

终是在商谈中不断回溯地进行，但关于辩护者如何在社会和道德情境中获得对辩护义务完整的意识这

一问题，或许可以与乔治·赫伯特·米德社会性自我构建理论关联起来进一步阐述和澄清。

弗斯特的观点与阿佩尔的观点颇为相似，即都利用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活动已经预设了主体间的交

往关系这一结论，强调为商谈实践提供稳固的规范性基础，他最终将道德辩护领域之内的辩护原则的道

德基础落实在一种具有强的道德约束力的辩护义务上。当然，弗斯特更进一步把对辩护义务的认知与

道德动机紧密关联起来，并对商谈者参与辩护的道德动机作出了详细考察。就此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弗

斯特在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中看到了自己关于道德基础之无条件性理论的一些关键的思想环节，这

些环节同时与他对二阶洞见与责任之维关系的理解相互关联，而这也正是他重视辩护原则之规范性的

主要缘由，即道德辩护实践自身蕴含着特殊的道德约束力。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挑战依然十分重要：

即便我们认同弗斯特关于辩护实践中必须确立基本辩护权利的观点，但如何保证从第一人称视角获得

完整的责任意识，进而确保对他人这种辩护权利的认知确定性，这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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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er Forst's Moral Foundation for Discursive Ethics
And Forst's Advancement of Habermas and Apel's Discourse Theory

Qin Xiaoji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Discourse ethics, a moral theory co-founded by Jürgen Habermas and Karl-Otto Apel, stress‐

es reaching moral consensus through rational discourse in argumentation. They both take a discursive ap‐

proach to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implicit normative content in argumentation, while fundamental disagree‐

ments arise over how to interpret the status of the idealized presuppositions of argumentation and the moral 

connotat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discours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is ideological divergence, Rainer Forst 

successfully overcom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thinking of his two mentors by making the following two inno‐

vative contributions: firstly, he proposes an empirical moral right to justification as the basis of argumentation 

practic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oral duty of the arguer engaging in justification practice; secondly, by inter‐

preting moral justification as a dimen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reasoning, and limiting the scope of 

the analysis to moral argumentation, he manages to avoid Apel's dilemma of  the overgeneralization of dis‐

course rationality; and lastly, Forst overcomes Habermas's shortcomings in moral motivation by establishing 

moral cognition of the justificatory practice and others' right to justification as a source of motivation. Howev‐

er, Forst's tightly structured moral grounding work is still flawed: the certainty of moral cognition that under‐

pins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his justification practice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Rainer Forst; Jürgen Habermas; discourse ethics; moral foundation; basic rights to justifi‐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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